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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惩罚性赔偿及其请求权配置

———兼论 《民法典》第１　２３２条的诉讼程序

苏伟康

摘　要：《民法典》第１　２３２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了环境侵害领域。环境侵害的后果二元化产生了针对私益

损害的传统惩罚性赔偿与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公害惩罚性赔偿。公害惩罚性赔偿在制度内部缓解了手段与目的

之间的固有张力，既是环境治理理念升级的应有之义，也是立法者的优先考量。基于环境权理论和现行规范，

私益受害人和公益原告均有成为公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体的可能。然而，私益受害者难以承担相应的证明负

担，也不具有受领赔偿的法律地位。从诉讼目的、处分权限缩与职权主义倾向来看，向公益原告配置请求权实

属正当。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赔偿权利人是更为适格的请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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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我国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发端于１９９３年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此后，又陆续出现在 《侵权责任法》 《食品安全
法》《种子法》《商标法》《旅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范
中。近年来，在部分地区的消费公益诉讼实践中也出现了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参见黄忠顺：《惩罚性赔偿消费公
益诉讼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 “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公益原告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吗？

发达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一直典型地存在于个体对个体的侵权诉讼中 （Ｏｎｅ－ｏｎ－ｏｎｅ　Ｔｏｒ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①，在我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②。随着惩罚性赔偿所具备的赔偿、制裁及威慑
功能愈加受到重视③，其适用范围也超越了传统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
典》）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侵害领域。 《民法典》第１　２３２条 （以下简称 “第１　２３２条”）规定：
“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
赔偿。”新条款的施行面临诸多挑战，首当其冲的是解释论上的多元与冲突，争议焦点集中于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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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①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配置。

请求权是实现实体权利的装置，是连接司法解决手段的中介和桥梁［１］。实体法根据实体权利客
观的损害情况和当事人主观所欲实现的救济效果，向不同主体配置了形态各异的请求权。如物权权
利人的排除妨害请求权 （《民法典》第２３６条）；被侵权人死亡后近亲属的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赔
偿请求权 （《民法典》第１　１８１条）；自然人因人身权益受害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民法
典》第１　１８３条）等等。同时，诉讼法为请求权的实现铺就了具体路径，请求权主体通过诉讼程序
主张请求权从而获得具有执行力的裁判文书，最终完成权利的救济。“实体权→请求权→诉权”的
链条构成了民事权利救济的基本逻辑。但环境侵害法律关系中并未完全遵循这一逻辑，实体权利人
以外的主体同样可以在诉讼程序中主张请求权。《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环境公益诉讼解释》”）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规定》”）规定了环保组
织、检察机关与政府部门 （以下简称 “公益原告”）的公益诉权，为其配置了停止侵害、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等请求权。在环境侵害法律关系中，私益受害人作为实体权利主体在实现私权救济的私益
诉讼 （即普通民事侵权诉讼）中享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自不待言。但第１　２３２条是否向公益原告配
置了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也即能否在公益诉讼中请求惩罚性赔偿，则在学理上产生尖锐对立：一方
面，支持者主张生态环境损害中的公益原告也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②。从 《民法典》立法宗旨来
看，惩罚性赔偿并不局限于私益侵害③。更有论者，直接主张将惩罚性赔偿的诉请权限定由 （公益
原告中的）检察机关行使［２］。实践中的相应判例也已经出现④。另一方面，反对者认为惩罚性赔偿
原则上不适用于公益诉讼，在文义解释上，公益诉讼没有 “被侵权人”；在体系解释上，惩罚性赔
偿规则规定在公益诉讼之前，表明其主要是针对私益损害⑤。也有研究从生态环境损害以修复责任
而非赔偿责任为中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方法已带有惩罚性出发，具体阐释了公益原告不宜
享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理由［３］。另有学者结合 《民法典》第１　１８５条、第１　２０７条认为民法典第

１　２３２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应当属于受到损失的特定被侵权人⑥。而最具权威性的立法者解读
却对此语焉不详、不置可否［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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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 “公益性诉讼”指旨在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程序，与私益诉讼相对。目前主要包括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诉讼。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讨论不涉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参见房绍坤、张玉东：《论 〈民法典〉中侵权责任规范的新发展》，《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类似观点
参见江必新主编：《民法典重点修改及新条文解读》（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５２４－５２５页；中国审判理论
研究会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主编：《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条文理解与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７３页；《法律
适用》２０２０年第２３期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栏目三篇组编文章。

参见王树义、刘琳：《论惩罚性赔偿及其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适用》，《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７年第８期；最高人民法
院民法典贯彻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５３８
－５３９页。

参见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赣０２２２民初７９６号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提出的惩
罚性赔偿请求。

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亮点》，《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类似观点参见
刘超：《〈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绿色制度创新》，《法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杨立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
与案例评注侵权责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５５０－５５１页；陈学敏：《环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制
———基于 〈民法典〉第１　２３２条的省思》，《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但是作者同时认为，依法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国家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可通过诉讼信托或意定诉讼担当的形
式，以及提出确认型或概括给付型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的方式，提起惩罚性赔偿。参见黄忠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程
序法解读》，《检察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第３版。



上述讨论为推动理论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得进一步的研究成为可能。但观点的纷呈并不
意味着论证的周延。一方面，支持者仅仅宣示了公益原告的请求资格，既无请求权来源的法理分
析，也未将其与其他制度进行关联进而形成体系化的解释方案，尤其在厘清公益原告请求惩罚性赔
偿与私益受害者请求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关系上着墨较少，留下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反对
者大多囿于传统理论之限，恪守惩罚性赔偿之私益属性而不越雷池一步，却未能关注到环境侵害事
件不同于一般侵权事件的特别构成，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惩罚性赔偿的内涵演变。观点对立的表象似
乎源于对 “被侵权人”理解的分歧，实质上根源于对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救济客体的模糊认识。有鉴
于此，本文将首先对第１　２３２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进行本体论的研究，剖析其内容构成，提炼出
私益惩罚性赔偿和公害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再以此为基础，定位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主体与适用
程序，在现行法框架之下完成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配置。

二、惩罚性赔偿的公私分立

根据实体法对于责任成立要件的规定，可将惩罚性赔偿分为两类。第一类以违法行为之存在作
为成立要件，如 《民法典》第１　１８５条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在侵权 “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时成
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５５条第１款消费者可以在 “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请求增加赔偿；第
二类则以侵害结果为成立要件，如 《民法典》第１　２０７条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中的 “造成他人死亡
或者健康严重损害”以及第１　２３２条中的 “造成严重后果”。责任要件的不同导致了请求权主体的
显著差异。第一类惩罚性赔偿，受害者无须受有实际损失，即可请求惩罚性赔偿。如消费惩罚性赔
偿的请求权主体为接受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但对于第二类惩罚性赔偿，则仅在产生相应侵害后果
并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成立惩罚性赔偿责任。相对于第１　２０７条，第１　２３２条中的 “严重后果”有着
更为宽泛的解释空间，这对请求权主体的识别造成了极大挑战。

（一）公害惩罚性赔偿的提出
在普通侵权事件中，加害行为直接作用于人或物。无论是高空抛物、医疗损害抑或是最简单的

人身伤害，受到侵害的只有归属于人 （或法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即使是证券虚假陈述、消费产
品责任纠纷这样的受害人数众多的大规模侵权事件，加害人所侵犯的也只是个别受害法益的叠加
态。正因如此，传统语境下的惩罚性赔偿，保护的是私人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事利益关系，请求权主
体应当为民事主体，最终金额全部归属于被侵权人，主要功能也是救济受害人。
环境侵害则不然。环境侵害既有对人的侵害，也有对生态环境的侵害。在其最主要的损害形式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中，加害人行为首先直接指向自然生态环境，再以生态环境作为介质将侵
害传递到人。因此，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既有他人人身、财产、精神损害，又有生态环境损害，即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
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５］，其实质是公共利益的损害［６］。
因此，环境侵害事件的损害后果包含两种类型的法益，其一是人身财产之私益，其二是生态环境之
公益。有时可能仅有生态公益受害，有时两者可能同时被侵害。环境法学者将其概括为环境侵害损
害后果的二元性①。《民法典》的编纂遵循了这种思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名为 “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环境污染是指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有具体受害人的情况，而生态破坏与 《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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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吕忠梅：《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８版；Ｍａｒｋ　Ｌａｔｈａｍ，Ｖｉｃｔｏｒ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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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７３７，７３７－７７０（２０１１）。



典》第１　２３４条对应，应指 “生态环境污染”中的生态破坏情况［７］。尽管这样的划分方法还有待商
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排列的目的是将纯粹的 “生态环境损害”，作为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的适用前提，进而在民法典中确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或赔偿机制的实体法依据［８］。
作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构造中的成立要件，对 “严重后果”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惩罚性赔偿的定

性。如上所述，环境侵害后果呈现出公私二元分立的特征。侵害行为既会造成私人人身、财产私益
损害，也会产生纯粹的生态环境损害。环境侵权的 “二元性”或者侵权责任的 “双重性”，必然要
求环境侵权救济除了对个人的财产以及人身损害进行传统的损害赔偿之外，还要对生态环境本身的
损害进行救济［９］。因此，对惩罚性赔偿也要从二元分立的角度加以把握。申言之，在环境侵害事件
中，人身财产的私益损害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生态环境的公益损害同样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前
者是传统语境下的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后者可以称之为公害惩罚性赔偿。根据第１　２３２条的表
述，可以对公害惩罚性赔偿作如下定义：公害惩罚性赔偿是指，环境侵害中行为人因故意实施损害
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表征为诉讼中的金钱请求。
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相对明确，归属于特定的受害主体，如因环境侵害而导致死

亡、重伤或其他严重后果的自然人与法人，其他主体不得代为请求、干预行使或分享收益。在实体
法上也基本契合惩罚性赔偿的传统认知。颇具研究价值的问题是，是否有将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集
合请求的可能性？在同时产生多个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的环境侵害中，集合行使请求权无疑能够提
升诉讼效率和强化威慑效能。但囿于主题和篇幅，本文暂不涉及对此问题的探讨，而是将讨论重点
投向公害惩罚性赔偿。

（二）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证成
公害惩罚性赔偿的概念超越了一般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如开篇所述，传统上的惩罚性赔偿

仅作用于私益侵权领域，而公害惩罚性赔偿的救济客体却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生态环境。但就惩
罚性赔偿制度的本质而言，公害惩罚性赔偿并未突破惩罚性赔偿的基本范畴，反而纾解了私益惩罚
性赔偿内部的固有张力。同时，在功能导向上，公害惩罚性赔偿还契合了环境综合治理机制的理念
升级，因而获得了充足的正当性。从解释论的立场出发，惩罚性赔偿的公私分立即是对立法原意的
忠实回应，也几乎是第１　２３２条唯一可以实现逻辑自洽的解释方案。

１．本体论的考察。惩罚性赔偿是规定在私法当中的一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①。但因其手段有一
般民事请求所不具备之惩罚性，使之在性质上具有浓厚的公法品格。在传统公私分立的体系中，惩
罚性赔偿便显得格外突兀。详言之，在恪守公法与私法分隔的大陆法系中，民事责任并不应该具有
惩罚功能。对不法行为人进行惩罚只能是公法的任务和国家的职能。但惩罚性赔偿却在以私益救济
为目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对行为人施以损害之外的惩罚性手段，由此产生了手段与目的上的错位。
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因此受到了诸多质疑。德国与日本至今未引入惩罚性赔偿即为例证。在惩罚性赔
偿的策源地美国，来自经济学、哲学、法律视角的反对声也不断涌现②。王泽鉴教授直言 “惩罚性
赔偿是现行法体系的异体物”［１０］，以此来表明惩罚性赔偿在民刑分立体系中的不适性。
但若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置于生态公益救济的场景下，其内部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固有张力却能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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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是穿着民事请求权衣服的刑事制裁。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日本最高裁判所均将美国
惩罚性赔偿认定为民事责任而非刑事责任。参见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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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理由在于，生态环境所附着的公共属性在目的论上充实了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对违法者使用
带有公法性质的、惩罚性的罚金请求，以保护归属于一般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利益，此时存在于传统
私益惩罚性赔偿中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适性被消解。总之，公害惩罚性赔偿在形式上依然保留 “公
法手段、私法操作 （诉讼程序）”的基本结构，但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与合理。
在本体论上还需厘清两个问题。其一，公害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相应的补偿性赔偿？其二，公

害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是何种关系？

一方面，惩罚性赔偿是以不法行为所生损害 （补偿性损害）为基础而附加的赔偿金，故须具备
两个请求权基础：一是补偿性损害的请求权基础；二是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基础［１１］。换言之，公害
惩罚性赔偿之成立必须要有相应的补偿性赔偿为基础。检索 《民法典》后发现，公害惩罚性赔偿以
第１　２３５条作为对应的补偿性赔偿。第１　２３５条界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范围，明确赔偿权利人
所得请求的损失及费用的具体类型。公害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赔偿范围、计算方式应当以第１　２３５条
为基础。第１　２３５条规定了五种赔偿范围①，公害惩罚性赔偿应以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
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和 “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为计算基准。原因在
于，尽管第１　２３５条中的五项赔偿范围均可能为侵害行为所致，但第１　２３２条规范目的并非惩罚一
般性的侵害行为，而是造成 “严重后果”的环境侵害行为。对于 “严重”的判断，应以侵害行为对
环境功能的影响为标准，比如造成永久性后果、持续性侵害或大范围的侵害等。因此，第１　２３２条
的保护范围仅限于环境功能性损失。此外，公害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缘由之一是众多环境侵害后果
难以在当下准确评估，但其他赔偿项目均可以进行确定的金额计算，无需列入惩罚性赔偿的范围。
另一方面，公害惩罚性赔偿与纯粹的私益请求划清了界限，其公法性质愈加凸显。但这一论断

面临着另一关键问题的拷问：同属于公法规制手段的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是何种关系？有学者认
为，第１　２３２条将惩罚性赔偿的损害结果要件从传统语境下的严重损害他人人身权利转变为严重损
害生态环境，实质上使得第１　２３２条的性质变成了行政罚款［１２］。还有观点主张，公益损害的惩罚性
赔偿与行政罚款并存可能会产生公权力不作为、加剧责任人负担等后果。行政罚款制度足以达到对
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功能［１３］。在此，有必要就公害惩罚性赔偿与属于公法规制手段的行政罚款的
关系予以阐明。
尽管在外观上，公害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都体现为向环境侵害责任人课以金钱义务，但两者

在实质上全然不同。行政罚款是行政管理机关强制违法者承担金钱给付义务，是一种具体行政行
为。公害惩罚性赔偿系特定主体向司法机关提出的诉讼请求；在程序上，行政罚款由行政机关在法
定范围直接做出，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等方式提出救济。而公益惩罚性赔偿则是在
诉讼程序中，由原告与被告在两造对立的结构内针对侵害事实是否满足惩罚性赔偿的法定要件进行
辩论、攻击与防御②，由法官最终决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酌处数额。对于判决结果，原告和
被告均可上诉；在适用上，行政罚款针对一般的违法行为，而公害惩罚性赔偿责任只有在侵害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时成立；在归属上，行政罚款归属于国库，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公害惩罚
性赔偿是针对环境侵害所作出，专用于恢复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两者最为关键的区别在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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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１　２３５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
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
损害造成的损失；（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五）防止损害的发
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诉讼程序中的攻击防御方法是指原告提出事实主张并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以及被告提出抗辩并提出证据加以证明
而进行的手段性陈述，包括各种针对实体问题的主张、否认、抗辩、异议，也包括各种程序事项。参见王福华：《辩论权
利救济论》，《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罚款的基本立足点是惩戒违法行为以恢复公共秩序，并不针对特定的利益损失［１４］。而公益诉讼和
公害惩罚性赔偿旨在实现对特定公共利益的救济。
上述对比表明，公害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二者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规

制不同层次的违法侵害行为。不仅于此，已有诸多研究表明，由于行政罚款财产罚额度低、声誉罚
缺乏拘束力、行为罚适用少等原因［１５］，行政罚款在环境侵害中的作用十分有限，无法实现惩罚责
任人、保护环境公益的功能。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试图引入按日计罚制度来弥补罚款威
慑不足的弊端，但这与一事不二罚原则存在一定矛盾，且仅适用于企业不履行义务的情形①。显
然，认为有行政罚款就不需要惩罚性赔偿的观点难以信服。

２．功能论的视角。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有二。一为损害补偿，主要是对于无法
用金钱计算之损害，如精神损害。二是威慑阻吓，防止被告与其他潜在不法行为人再行侵害。前述
功能实质上是对 “损害填补原则”在现代社会运行所导致的缺陷之弥补。传统侵权责任法中的损害
填补原则是指损害赔偿之基本目的在于填补被害人所受的损害。这一原则所隐含的前提是———所有
的损害都必然能得到恢复、所有的损害都能用金钱衡量。显而易见，二者在很多情形下都无法成
立，在环境侵害中更甚。从功能论的视角出发，公害惩罚性赔偿与传统私益惩罚性赔偿具有一致
性，是环境法领域对损害填补原则反思的产物，也契合了环境治理机制的理念升级。
在过去一段时期，由于治理者对经济发展的盲目追求和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短视，环境治理一

度呈现出 “先污染，后治理”或 “边污染，边治理”的局面，形成了 “侵害－补救”模式。这一模
式与损害填补原则的理念基本一致，两者都以所有生态损害都可以恢复、经济投入一定可以愈合环
境破坏为前提。然而，实践中的悲剧一再证明，生态环境的损害往往具有不可逆性，有些污染甚至
持续影响百年之久。部分生态功能一旦受损，就永远无法恢复。同时，生态损害还具有难以估值的
特点。一方面，现有的计算手段无法准确评估生态环境的受害情况。另一方面，一些隐蔽性的损害
可能在侵害行为发生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逐渐显现。如果在生态环境损害适用损害填补原则，无疑
是对 “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某种承认，只会让 “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都
落空。有鉴于此，我国环境治理摒弃了 “侵害－补救”模式，通过强化对环境侵害的打击力度，最
大程度杜绝生态环境侵害发生的可能。公害惩罚性赔偿正是这一理念在法律中的体现。首先，惩罚
性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使生态环境损害中难以估值的损失以合法路径获得赔付；其次，在实际
损失之外再对环境侵害的行为施以额外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可以有效吓阻未来潜在的环境侵害；最
后，公害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有助于破除部分社会生产者对生态环境价值的漠视，从整体上提高
社会对于生态环保的重视。

３．解释论的立场。对立法者原意的考察也能够论证，创设公害惩罚性赔偿，为生态公益损害
增立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形式，是第１　２３２条规范意旨实现的内在要求。从下述权威言论即可得出，
如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要求，
……草案规定，侵权人故意违反国家规定损害生态环境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
偿”②；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明确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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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责任”① 等。由此观之，对纯粹生态环境损害设立公害惩罚性赔偿责任，正
是对上述立法目的的具体构建。第１　２３２条的立法沿革也清晰地展示出了惩罚性赔偿公私分立的结
构特征。在 《民法典》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中，环境侵害惩罚性赔偿条款②如此规定：侵权人故意
违反国家规定损害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相较于草案，
现行条文加入了 “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从一般文义理解上看，两者都可以造成私益损害和生态
公益损害。但从规范文本的一贯立场来看，“损害生态环境”明确指向纯粹生态公益损害。《生态损
害赔偿诉讼规定》第１条规定，生态环境破坏限于国家和省划定的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的
环境污染、省级生态功能区破坏事件。适用公益诉讼的 《民法典》第１　２３４条、第１　２３５条也同样
使用了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表述。可见，若按照草案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只能限于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而不能为私益受害者所利用③。质言之，立法者最初只是意图为纯粹的公害损害规定惩
罚性赔偿。但最终落地的条文加入了 “环境污染”的表述，同时将结果要件泛化，这才有了私益受
害人请求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空间。因此，公害惩罚性赔偿是 《民法典》立法的优先考虑，在解释论
上应当居于更加突出的位置，而绝非部分观点所言 “不应当将损害生态环境作为 （惩罚性赔偿的）
结果要件”，进而否认公害惩罚性赔偿的存在。
上述分析从性质、功能与主观解释的角度论证了公害惩罚性赔偿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概而言之，第１　２３２条规定了私益惩罚性赔偿与公害惩罚性赔偿两种责任形式，两者既可以个别成
立也可以同时成立，以不同的原因事实为前提。当环境侵害仅对个人私益造成严重后果或仅对生态
公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仅独立的产生私益惩罚性赔偿或公害惩罚性赔偿；当环境侵害同时对个人私
益与生态公益造成严重后果的，私益受害者与公益 “被侵权人”均可请求惩罚性赔偿。

（三）公害惩罚性赔偿的域外参照———民事罚金 （Ｃｉｖｉｌ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公害惩罚性赔偿是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惩罚性金钱请求。就此意义而言，其与域外环境法

中的民事罚金制度颇为相似，对后者的考察能够为理解公害惩罚性赔偿提供有益参照。
民事罚金是指在非刑事诉讼程序中施加和执行的金钱处罚请求。具有如下特征：由法院在民事

诉讼程序中根据证据规则审判后判处；罚金责任建立在 “盖然性”（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证
明标准之上；在民事法院强制执行；单纯涉及经济罚款，不会导致监禁或刑事定罪④。民事罚金作
为非刑事性的金钱惩罚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中⑤，在美国环境生态救济体系中
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关于环境诉讼中的民事罚金主要规定在 《清洁水法》和 《清洁空气法》中⑥，民事罚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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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说明。

彼时该条文在草案中的序号为第１　００８条。

相同观点参见梁勇、朱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法律适用研究》，《法律适用》２０２０年第２３期。

参见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ｉｖｉｌ　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３３）Ｐ．９。

如澳大利亚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第４８１款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１９９９，ｓ　４８１）、《水资源法》第１４７款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　２００７，ｓ　１４７）；英国 《环境民事制裁法令》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ｄｅｒ　２０１０），最高可处以２５万英镑赔偿；加拿大 《环境管理与保护法》（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ＳＳ　２００２ｃＥ–１０．３．）；《新西兰生物安全法》（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　１９９３）、《新西兰有害物质和新生物法》（Ｈａｚａｒｄ－
ｏｕ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ｃｔ　１９９６）。典型表述为：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ｍａｙ，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ｏ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　ｐｅｎａｌ－
ｔｙ，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ｏｒ　ｒｅｍｅｄｙ　ａｎｙ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ｃｔ　１９９６，ｓ　１２４Ｄ）。

参见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３３Ｕ．Ｓ．Ｃ．§１　３１９ （ｄ）（２０１９）；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４２Ｕ．Ｓ．Ｃ．§７　４１３ （ｂ）（２０１９）。



主要目的是制裁和威慑违法行为，通过制裁被告过去的侵害行为来实现将来 “特定”威慑，并通过

向其他潜在的违法者发出信号，如果发现违反法律，将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从而实现 “一般”

威慑。从理论上讲，如果罚金金额不超过被告因违法而节省的金额，再加之侵害行为被发现的可能

性与违法严重性的额外金额，则两种形式的威慑都不会成功［１６］。因此，为了彻底打消潜在违法行

为人因减少成本而违法的动机，《清洁空气法》规定，民事罚款的数额要高于被告因未遵守适用的

监管要求而节省的数额①。

民事罚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请求。根据法案授权，美国环境保护署可以通过向联邦法院起

诉违法者请求民事罚金赔偿。同时，在公民诉讼中也可请求民事罚金。公民诉讼是指允许受到法律

所禁止之环境伤害所冲击的私人，替代政府执行法律的机制②。公民诉讼的适格原告主要包括公益

组织与普通个人。当然，普通个人必须证明他们受到了事实上的伤害，才具有起诉适格地位③。两

种路径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只有在监管机构懈于惩治违法行为时———既不行使行政职权，也不提

起诉讼———公民诉讼方可成立。因此，民事罚金不存在重复请求的风险。此外，无论以何种方式请

求民事罚金，其归属权都属于美国财政部。实证研究表明，相较于普通的行政措施，诉讼程序中的

民事罚金 “往往更被受管制的社区所重视”［１７］。

总体来看，公害惩罚性赔偿与民事罚金具有诸多共性：两者所指向的都是环境侵害行为；都需

经诉讼程序裁判才可做出；请求金额都归属于公共机关而非个人等。当然，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

见的，如请求成立条件、举证分配和金额计算等。比较研究展现了不同制度背景、法律文化的国家

在面临生态环境侵害的默契选择，即在诉讼中设立针对侵害行为人惩罚性金钱请求，用于恢复生态

和威慑不法。可见，公害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并非本文之 “臆想”，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制度共

鸣。不仅于此，民事罚金的研究还为公害惩罚性赔偿请求主体的配置提供了重要参照。民事罚金的

请求主体是行政部门、公益组织和私益受害人，那么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又当如何配置？是仿

照民事罚金授予行政部门、公益组织和私益受害人请求资格？还是在中国法制框架中寻求其他选

择？这是第１　２３２条司法适用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

三、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配置

（一）生态环境利益的权利主体
公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以生态公益损害为成立要件。根据第１　２３２条的表述，生态环境利益的

权利主体即为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但在解释论上，“被侵权人”的理解并不具有唯一性。

环境法学通说认为，纯粹的生态环境利益是环境权的客体。而环境权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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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参见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４２Ｕ．Ｓ．Ｃ．§７　４２０ （ａ）（２０１９）。

参见Ｓｔｅｖｅｎ　Ｄ．Ｓｈｅｒｍｅｒ．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ｗ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４６１，４６７（１９９９）。中文著述参见蔡巍：《美国
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和制度保障》，《当代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张辉：《美国公民诉讼之 “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解析》，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王曦、张岩：《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交大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要想具有个人的起诉资格，公民必须证明：（ａ）他们受到了事实上的伤害，这种伤害是具体而详细的、真实而紧
迫的，而不是推测的或者假定的；（ｂ）该损害可清楚地追踪到被告的被诉行为；和 （ｃ）该损害可能，由一个有利的法院
判决而得到救济。参见 ［美］詹姆斯·梅：《超越以往：环境公民诉讼趋势》，王曦、张鹏译，《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其主体甚至可以指向后代人①。显然，这一定义并不能帮助识别和特定公
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同时，精确界定环境权主体也并非本文目的所在。为此，本文将以主
流学说作为基本原理，同时结合我国现行法规范，寻求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解释方案。以此为出发，
第１　２３２条中的公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体有以下几种可能。

１．私益受害人。环境侵害的私益受害人是指因侵害行为致使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自然
人或组织。对公害惩罚性赔偿而言，根据环境权主体是所有公民的理论，也符合第１　２３２条所规定
的 “被侵权人”的规定。在诉讼法上，尽管具体受害人与生态环境受害之间并无直接利害，可能会
面临 《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起诉资格 “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但在比较法上不乏通过私人诉讼
维护公共利益的范例，典型者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公民诉讼，在理论上则可援用 “私人执法”予以
支持②。私人执法理论侧重于通过赋予私主体诉权，以民事诉讼程序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③。在我
国，私人执法尚未在诉权层面获得认可，无论是 《民事诉讼法》还是 《环境保护法》都未将公益诉
讼诉权直接赋予私人主体④，而是将环保组织与检察机关设为公益适格原告⑤。但这并不直接意味
着连带否认了私人主体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资格。私主体的泛在性、灵活性和积极性，使之在公
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上具有明显优势。第一，在并存型环境侵害中，造成私益损害与生态公益损害
的原因行为是同一的，往往先有私益损害曝光，随后才显现出生态公益损害的存在。因此，私益受
害人能够更加全面地发现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机会。第二，私人诉讼比公共执法在程序上要更为
简便、灵活，公害惩罚性赔偿也相应能够得到更为全面的主张。最后，相较于其他主体，私益受害
人具有较高的索赔积极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功能。

２．公益性诉讼原告。从文义解释来看，公益原告确实难以与 “被侵权人”成立直接联系。但
在诉讼信托理论下，公益原告与 “被侵权人”可以获得间接关联。
在诉讼法上，公益诉讼中原告适格的依据存在实体请求权说、诉讼担当说与诉讼信托理论⑥。

诉讼信托是信托法理论在诉讼当事人制度中的投射，指实体权利主体将实体权利转移或处分于受托
人，受托人依信托目的在诉讼法上当然有诉讼实施权［１８］。诉讼信托并不局限于意定诉讼信托。《民
事诉讼法》等规范直接规定了公益原告针对损害公益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前诉讼，在外观上符合法
定诉讼信托的模式［１９］。
生态环境利益的权利主体是全体公民。显而易见，环境权的行使不可能通过所有公民去实现。最

合逻辑的解释是，公民将环境权交给国家信托管理。当环境权受到侵害、生态环境利益受损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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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法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蔡守秋：《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
公益诉讼》，《现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杨朝霞：《论环境权的性质》，《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相关讨论参见 ［美］威廉·Ｍ．兰德斯、理查德·Ａ．波斯纳： 《私人执法》，顾红华、徐昕译， 《制度经济学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徐昕：《法律的私人执行》，《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史永平：《“私人执法”是否存在？———与
徐昕教授商榷》， 《学术界》２０１５年第２期；黄忠顺： 《食品安全私人执法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有学者直接将 “私人执法”定义为在执行 “反公害法”的过程中，由私主体调查违法行为，并且对违法行为提起
诉讼的机制。参见李波：《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比较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页。

诉讼法与环境法学界都有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扩张至受害自然人的观点。参见张卫平：《民事公益诉
讼原则的制度化及实施研究》，《清华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黄忠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扩张解释论》，《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这种主张与现行 《民事诉讼法》立法原意相去甚远，短期之内无实现之可能。

有观点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双重属性。参见肖建国：《利益交错中的环境公益诉
讼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参见周翠：《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承担与程序设计》，《北方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黄忠顺：《论公益诉讼与私益
诉讼的融合———兼论中国特色团体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学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就有义务予以保护。其中，诉讼保护是重要的一环。于是，公民将关于环境权的诉权也托付给国家，
这就是诉讼信托。但国家作为众多机关的集合体，不可能自己亲自出庭起诉、应诉，于是又将诉权分
配给检察机关或公益组织，由这些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这也是公益性诉讼原告适格的法理所在。
通过诉讼信托，国家受让了来自公民的环境权利，公益原告的诉讼实施权正是环境权的衍生。若采纳
此种理论，公益原告实际上是 “被侵权人”———国家的代表，可以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

（二）私益受害人请求资格之否认
私益受害人在理论层面确有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的依据，但若回归至制度运行层面，这一选择

将会遭遇诸多难以调和的困难。
首先，私益受害人难以承受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证明负担。公害惩罚性赔偿责任具有自身特殊的

构成要件。第一，过错要件的证明。主流观点认为，环境侵害赔偿责任，包括污染环境侵权责任
（即私益侵权责任）与破坏生态侵权责任 （即生态公益侵害责任）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①。但一
般认为惩罚性赔偿责任为过错责任，第１　２３２条也对此予以确认，且规定为主观上为故意的过错。
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与 《民诉法解释》第９１条，公害惩罚性赔偿请求主体应当对此过错要
件进行证明，也即请求权人要对加害人主观上为故意之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然而，私益受害人一般
仅为普通公民，并不具备证明如此复杂事项的举证能力。无论采主观标准亦或客观标准，证明加害
人主观为过错的难度都绝非普通受害者可以承担。第二，损害结果与范围的证明。惩罚性赔偿与损
害结果密切相关。一方面，责任成立以侵害行为产生 “严重后果”为前提。另一方面，赔偿数额的
计算以损害结果为基准。因此，请求人必须在诉讼中明确损害结果及其范围。但在环境侵害中，损
害结果的证明要求极高的专业性，实践中的做法往往是交由鉴定机构进行评估计算。但根据规
定②，普通民事侵权诉讼中的鉴定费用由负有举证责任一方预交。在司法实践中，环境侵害的鉴定
费用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这对普通公民实在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
其次，私益受害人不享有受领赔偿的地位。如果私益受害人能够分享公害惩罚性赔偿，上述证

明负担的问题并非难以解决，适当的激励可以确保受害人的请求积极性，也能通过预期收益的可能
性激励当事人投入成本进行证明。但是前述讨论已经表明，公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在于恢复生
态、警示他人，而非补偿私益受害者 （这一功能由私益补偿性赔偿和私益惩罚性赔偿实现）。在赔
偿归属上，公害惩罚性赔偿应归属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主体，并专用于环境侵害事件的补救和
恢复。当然，请求权可以与归属权相分离，即请求资格由私益受害者享有，但赔偿则交由特定主体
用于生态保护。但此时同样面临如何在欠缺激励的前提下确保私益主体提出请求之难题。显然，任
何经济理性人都不会在毫无收益的情况下徒增自身的诉讼负担。
最后，私益受害人的请求资格难以特定。在并存型环境侵害事件中，可能存在多个私益受害者，

且受害者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变。公害惩罚性赔偿只能由一个特定主体提出请求，以何种标准在私益受
害者中确定请求主体成为了棘手难题。此外，并不是所有的环境侵害都存在私益受害者。如果由私益
受害者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在纯粹生态环境公益受害的情形中，就会面临无人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尴
尬局面，第１　２３２条也会沦为一纸具文。概言之，由私益受害人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面临着证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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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０２页；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４６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１９〕１９号）第３１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
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
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激励不足、主体难以特定等问题，造成程序复杂化，极易产生制度目的落空的风险。
（三）公益性诉讼原告请求资格的分析
公益性诉讼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①的统称。前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

有广泛运用。后者肇始于２０１７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②，２０１９年的 《生态损害赔偿
诉讼规定》进一步明确其规则，即授权地方政府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授予
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提起诉讼的资格。诚如前述，公益性诉讼原告可以请求加害人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奠定了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的初始条件。从诉讼目的之公益性、处分主义限缩
与职权主义倾向来看，公益性诉讼原告兼具了请求公害惩罚性的正当性与可行性，是公害惩罚性赔
偿的适格请求主体。
首先，公益性诉讼具有容许公害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法理空间。公益性诉讼并未被赋予私益救济

的功能，这使之与私益诉讼区分开来。公益性诉讼所指向的事由是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行为已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２０］。具体来说，环境民事诉讼的起诉条
件是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被告是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④。可见，两者皆以公益保护为己任。与私益保
护手段的多元性类似，公益保护的形式也不局限于救济损害一隅。为实现环境公益的全面保护，至
少需要防御性、救济性、恢复性和惩罚性等手段。公益性诉讼中的诉讼请求也与之对应。惩罚型手
段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即为刑事罚金，在未涉及刑事犯罪但又造成严重侵害后果而起诉的环境公益
性诉讼中，就需要公害惩罚性赔偿发挥效用。同时，公害惩罚性赔偿也是公益性诉讼原告诉权的内
在构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是基于 “社会公众所普遍享有的环境公共利益”而获得的公益保护
请求权［２１］，进而享有起诉资格。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赔偿权利人基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权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⑤。不论是 “环境公共利益”还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都完
整地覆盖了公害惩罚性赔偿的救济范围。因此也就赋予了公益性诉讼原告受领赔偿的适格地位。当
然，这并不意味公益性诉讼原告可以像私益当事人一样随意处分赔偿收益，公害惩罚性赔偿应主要
运用于生态环境的补救、恢复和维护。
其次，公益性诉讼中的处分主义限缩能够有效保障公害惩罚性请求得以主张。处分主义系指就

诉讼之开始、审判之对象、范围及诉讼之终结，以赋予当事人主导权为原则。处分主义根植于民事
实体法私法自治的基础法理。民事诉讼程序为贯彻及实践该民事主体实体权利的诉讼制度，原则上
自应尊重当事人之自主意思决定。而在公益性诉讼中，处分主义的法理基础遭到解构，处分原则也
受到了限制。一方面，公益原告并非实体请求权人，其处分权限当然不似私权主体般自由。另一方
面，公益性诉讼之审判对象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行为，其裁判效果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诉讼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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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尽管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性，学界观点尚未达成共识，但就其功能而言，称其公益性诉讼是妥当的。

观点综述参见李浩：《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本质及相关问题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的分析》， 《行政法学研
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日印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此基础之
上，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规定》第１条。

参见汪劲：《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关联诉讼衔接规则的建立》，《环境保护》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略有异议的观
点认为，自然资源所有权仅是政府请求自然资源物权损害赔偿的基础，而非生态价值损害索赔的依据。参见薄晓波：《环
境公益损害救济请求权基础研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３期。还有学者指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请求
权基础存在法理困境。参见张宝：《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制度的性质与定位》，《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者。因此，对于涉及公益而非当事人所能处分之事项，有被限制或排除之必要［２２］，法官有责任确
保当事人的程序行为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皆为公共事业的 “胜任的捍卫者”［２３］。《环境公益诉讼解释》
在如下方面对公益原告之处分自由进行了限制：第９条关于法院对原告释明并变更诉讼请求的规
定；第１０条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公告和主观合并制度；第１６条关于对原告自认的限制。其
中，第９条对于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具有重要意义。
在处分主义支配下的普通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审理范围局限于原告所请求的内容，仅能对当事

人提出的主张与请求进行裁判。在环境侵害中，如若原告并未请求惩罚性赔偿———或出于对证明负
担的畏惧，或对于收益的悲观预期，或仅为尽快解决纠纷等原因———则法院不得判处侵害人承担责
任。这在私益诉讼中自然无可厚非。但若公害惩罚性赔偿适用此规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立法目的
相抵牾。公害惩罚性赔偿不应以原告请求作为前提，这会使惩罚适用成为一种随机事件，减损威慑
效能。因此，公害惩罚性请求必须得到常态化的制度保障。第９条恰好可以提供此功能。在应当适
用惩罚性赔偿而原告未能提出请求的情形下，法院可以根据第９条向公益原告释明增加公害惩罚性
赔偿诉讼请求。不仅如此，在诸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务案例中，法院不仅仅是释明原告增加诉讼
请求，而是直接依职权增补、重构了原告的诉讼请求［２４］。在确应适用公害惩罚性赔偿，而公益原
告经释明后仍然拒绝增加诉讼请求的，法院可以依职权增补公害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最后，公益性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倾向减轻了原告方的证明负担，使得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具备

了现实可行性。职权主义是与辩论主义相对的，用以描述诉讼模式或诉讼构造。两者的区别主要体
现在证据资料的搜集，职权主义的证据搜集由法院进行，辩论主义审判程序所必需的事实和证据由
当事人负责提供［２５］。学界通说认为，民事诉讼程序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开始了由职权主义诉讼模
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向。时至今日，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已经具有了浓烈的当事人主义色
彩①。姑且不论当事人主义的一般价值与贡献，仅就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而言，由当事人主张、
举证的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不能适应环境侵害的具体实践。环境侵害中证据的偏在性、惩罚性赔偿主
观要件证明的困难性和侵害后果的难以测算性等因素都制约了原告的举证效果，前述关于私益受害
人请求资格的讨论已经充分体现，不再赘述。
而公益性诉讼的制度构建并未遵循辩论主义原则，而是体现出鲜明的职权主义倾向。这一特殊

设计为原告减轻了证明负担。《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对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应当调查收集。该规定直接打破了辩论主义原则的一般
限制，让法院介入到证据调查中。虽未明言，但本规定显然更加有利于原告主张举证；第１４条第

２款规定：对于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且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专门性问题，人民法院可
以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此规定将原告负担的鉴定事项转由法院承担，同时转移的还有
鉴定费用。通过第１４条，原告的证明负担得到了极大缓解，在面对加害人 “故意”、损害结果等要
件的证明时，可以做出更为有效的应对。总之，通过诉讼成本的审判化，消除了公益组织诉权行使
的费用障碍［２６］。

（四）环境公益原告与赔偿权利人的选择
惩罚性赔偿责任只能由一特定主体进行请求，否则会有滥用之虞，产生重复索赔之风险，危及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尽管上述分析论证了公害惩罚性赔偿在公益性诉讼中请求的正当性与可行
性，但仍未特定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主体。因此，紧接而来的作业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
（以下简称 “环境公益原告”）与生态损害赔偿原告 （以下简称 “赔偿权利人”）之间择一作为适格
请求主体，也就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之间选择审理公害惩罚性赔偿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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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表现可参见任重：《论中国民事诉讼的理论共识》，《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程序。

１．程序功能的比较分析。从规范文本来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诉讼都是以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民事主体作为被告［２７］，两者在诉讼请求和适用范围上高度一致。有学者在论
述生态诉讼救济模式时，直接将两诉等同对待［２８］。但是更多的观点认为，出于节省诉讼资源、避
免重复起诉和互相推诿，应在功能上将两诉予以区分。总体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着重于补救
实际损害，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聚焦于预防 “风险行为”［２９］。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首要目
标是预防而非补偿［３０］，应强制环境公益原告提出防御型的诉讼请求，尽量避免提出攻击型诉讼请
求［３１］。而对于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其功能为对已然造成的环境损害事实，赔偿权利人通过司法救
济填补损害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价值损失。总体而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于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源头期和控制期，而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是对环境侵害行为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救济机制。同时，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环境侵害事件，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规定》
第１条规定的适用起诉条件是：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
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发生其他严重影
响生态环境后果的。而公害惩罚性赔偿在适用上也遵循谦抑原则，聚焦于损害后果严重的侵权行为
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甚至不可逆转的损害的情形，两者的适用条件不谋而合。因此，较环境公
益原告而言，由赔偿权利人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更为契合环境司法救济机制的内在分工。

２．诉讼程序的权责分配。公害惩罚性赔偿是环境侵害损害赔偿请求的一部分，对于其请求权
主体的分配必须置于环境侵害诉讼的整体结构中予以考虑。考虑到惩罚性赔偿的苛责性，行为人／
被告的诉讼负担应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其中，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是必须关注的重要考量
因素。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实际证明存在着普遍性困难，导致证明责任无论分配给哪方当事人，都
是一种根本性的败诉风险［３２］。
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证明遵循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即由行为人对其行为与损害之间

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民法典》对此予以完整继受①。但这一原则在公益性诉讼中受到
诸多质疑。原因在于，环境私益诉讼中将因果关系要件之证明责任倒置，是为了平衡普通受害者与
大型生产企业之间诉讼能力的悬殊差距。而在公益性诉讼中，生态环境损害中致害与受害主体的诉
讼能力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已经得到充分平衡。更有甚者，在部分案件中，被告仅为小作坊式的个
体经营者，而原告则是具有财政支持和专业法律素质的检察机关，诉讼主体之间的优势地位已然发
生转化。可以说，在公益性诉讼中，环境侵害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倒置已经失去了正当性基础。
然而，这一理论共识并未在规范层面完全体现。《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８条规定原告仅需须

提供 “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
可以看出，实务者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态度依然更倾向于由被告对因果关系进行证明。但值得肯定的
是，《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规定》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做出了更为均衡的制度铺设。第６条规定
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就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显然，在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
的证明责任分配回归规范说的一般原理，也即 “谁主张，谁举证”，贴合了赔偿权利人与侵害主体
诉讼能力的实际情况。不仅于此，公害惩罚性赔偿也获得了更加均衡的适用环境，原告赔偿权利人
需要对惩罚性赔偿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损害结果和过错要件承担证明责任。由此可见，从诉讼
主体权责分配的角度来看，赔偿权利人请求公害惩罚性赔偿能够较好地在惩罚侵害与权责一致之间

—３５—

苏伟康：公害惩罚性赔偿及其请求权配置———兼论 《民法典》第１　２３２条的诉讼程序

① 《民法典》第１　２３０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
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取得平衡。

四、结　论

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配置需要结合具体的诉讼程序才有实践意义①。本文为公益诉讼适用第１　２３２
条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结论可归纳如下：首先，第１　２３２条实质上规定两种惩罚性赔偿，即私益惩
罚性赔偿与公害惩罚性赔偿，后者是对纯粹生态环境侵害的责任形式。其次，私益受害者难以作为公
害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而公益原告具备请求适格的基本条件。最后，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与
赔偿权利人，向后者配置请求资格既是理论自洽的选择，也是现行法框架之下的最优解。
本文在提出公害惩罚性赔偿这一概念基础之上，论证了公益原告作为请求主体的适格地位，但

还有诸多问题未能予以关注。比如，公害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赔偿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其与刑事罚金
是何种关系？公害惩罚性罚金与私益赔偿和其他公益赔偿的清偿顺序如何确定？在实践中如何分离

认定私益惩罚性赔偿与公害惩罚性赔偿，也是第１　２３２条适用的难题之一。希望本文的探索能够引
发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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